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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回报，
让等待之路不再漫长
——来自器官移植患者的呼唤

2015年1月底，等待6年之后，26岁的
湖南女孩李丽（化名）终于移植了来自姚贝
娜的部分角膜，可以再次看清这个世界。
而此前，因为患有先天性角膜皮样瘤影响
了视力和外观。

相比李丽，30多岁的湖北农民工小邓却
没有这么幸运。小邓的左眼被啤酒瓶碎屑
划伤，苦等一年多也没有等到合适的角膜。

湖北、上海、辽宁等地多位接受或等待
器官移植的患者告诉记者，等待生命礼物
道路实在太漫长，希望也很渺茫，如果他们
有机会等到被捐献的器官，他们也一定会
以同样的举动回报社会。

袁守汉：“我还这么年轻，
要让人生有价值”

去年8月，38岁的湖北人袁守汉被确
诊为脑肿瘤，在武汉做完手术后3个月就
复发，并导致双目几乎失明。今年1月初，
他来到上海希望能够为自己寻求一线生
机，但因为手术难度太大，医生迟迟没有通
知他准备手术的时间。

在等待手术前，袁守汉就表达了器官
捐献的意愿。他告诉记者，以前死守着传
统观念，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无论生还
是死，都要完整。“现在想想我还这么年轻，
除了脑子，其他地方都好好的，白白浪费太
可惜了。”袁守汉说。

1月中旬，医院采取全新手术方式，不开
颅从袁守汉的鼻子里进去微创切除了肿瘤
和瘢痕。手术成功后，为了表明自己的决
心，袁守汉正式签署了一份器官捐献的志愿
书，承诺无论自己以后遇到何种情况导致生
命无法延续，都会无偿捐献自己的器官。

小孟：因为感恩才要回报

14岁那年，老家在辽宁的小孟右眼受
了外伤，因为当时视力没有受到影响，小孟
一直没有去医院就诊。

去年10月，眼看着右眼视力越来越差，
小孟拿着打工的全部积蓄来到辽宁沈阳市
何氏眼科看病，医生诊断需要移植眼角膜。

小孟说，自己还算比较幸运的，只等了
三个多月，就等到了可供移植的角膜。“但
这三个多月里的每天都很煎熬，因为不知
道什么时候能得到角膜？不知道拖的时间
一长，会不会加重病情？”眼睛还蒙着纱布
的小孟告诉记者，自己每隔一两天就要打
电话到医院去问一下。

如今，做完眼角膜移植手术的小孟右
眼视力逐渐恢复，他说，虽然不知道捐献给
自己角膜的是谁？自己也没有办法向他的
家人表示感谢，但他决定等出院后就去签
下角膜捐献志愿书，希望以后能够帮助到
其他人。 （据新华社电）

印度洋上，一个仅有2000万人口
的国度竟然是全世界最大的眼角膜
捐赠国——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斯
里兰卡国际眼库已捐出67000多枚
角膜，涉及57个国家、140多个城市。

“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到
过50枚眼角膜”

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7区，耸
立着一座金色人像——这是著名的
斯里兰卡眼角膜之父哈德逊·席尔瓦
博士。塑像身后，便是驰名世界的斯
里兰卡国际眼库大楼。

“按照计划，明天夜间航班会有
20枚眼角膜空运到中国厦门眼科中
心，现在我们有了8枚，预计今晚到明
天早上会陆续收到十多枚，”在位于
眼库大楼三层一侧的实验室内，贾纳
特指着处理完毕冷藏封存的8枚眼角
膜说，储存眼角膜的冰箱一侧挂着一
面小小的锦旗，表明冰箱是由中国成
都爱迪眼科所赠。

20枚，仅仅是一个保守估算后得

出的数字，贾纳特非常轻松地表示，
根据经验，角膜来源和数量无需担
心，“几乎每天都有新增的角膜送来，
每天20枚是比较合理的数量，多了就
不好处置。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到过
50枚眼角膜。”

“每一任总统都捐献
了眼角膜”

但仅仅是在上世纪60年代，斯
里兰卡的眼角膜捐献还处于空白，
唯一的眼角膜来源是每年数例的死

刑囚犯。
50多年前，身为医学博士的席尔

瓦投身斯里兰卡眼角膜捐赠事业
——在亲眼目睹收治的不少眼疾病
人因缺少眼角膜而导致失明后，席尔
瓦博士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那篇著
名 的《人 死 眼 犹 生》（LIFE TO
DEAD EYE），这篇文章被后人普
遍视为点燃斯里兰卡眼角膜捐献热
情的一簇火苗。

“斯里兰卡每一任总统都捐献了
眼角膜。刚刚就职的新总统西里塞
纳和夫人5年前签署了捐赠书，前总

统拉贾帕克萨还担任部长时就和夫
人决定捐赠了。”

捐赠网络由一个个骑
在摩托车上的乡村医生构成

在贾纳特看来，除了宗教信仰这
一先决要素无法复制外，在世界其他
范围内推行角膜捐赠，应该做好“长
期准备”，建立强大的采集网络系统，
并且从制度上形成规范。

在斯里兰卡 6.5 万平方公里的
国土上，分布着450多个联络处，几
乎每个乡村医生都在国际眼库得到
过专业培训，确保在逝者去世后珍
贵的 4个小时内完成意愿询问、捐
赠签署、球体摘取并第一时间送达
眼库。

为保证角膜捐赠效率，每一个联
络处的医生都有一辆坐骑——斯里
兰卡庞大的角膜捐赠网络，正是由一
个又一个骑在摩托车上的乡村医生
构成。

记者 杨梅菊（据新华社电）

今年以来，从歌手姚贝娜捐献眼角膜，到清明节四川男子脑死亡捐献器官至少救活
7人，器官捐献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器官捐献现状究竟如何？存在哪些
问题？新华社记者赴京、沪、鄂、赣、粤等省市调查，试图解开器官捐献之惑。

我国是世界第二器官移植大国，
但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率较低。2015
年起，我国全面禁用死囚器官。北京、
江苏、湖北、上海等地从事器官移植的
医学专家认为，器官来源原本就很紧
张，现在就更加紧张了。

然而，等待器官救命的患者的痛
苦、绝望又让人刻骨铭心。记者在北
京、上海、江苏、湖北等地大医院采访了
解到，凡是有资格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
院，几乎都有人在排队等待器官救命。
遗憾的是，有部分患者在等待中离开了

这个世界。
“我们病房内几十个病人仍在苦

苦等待合适肺源。”中华器官移植学会
委员、无锡市肺移植中心主任陈静瑜
去年底发的这条微博引起广泛关注。

国内较早开展肺移植的中日友好

医院，“已经4年没做过肺移植手术
了，就是找不到供体”。中日友好医院
大外科及胸外科主任刘德若说。

作为器官移植的专家，刘德若、
陈静瑜等太了解器官稀缺带给病人
的痛苦了。“由于供体太少，一个受体
从决定可以接受肺移植开始，通常需
要等待1.5至 3年时间才能如愿，很
多患者就在等待中死亡。”陈静瑜说。

我国器官捐献事业，除了规范禁
用死囚器官外，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前较流行的说法是：我国每年
大约有150万器官衰竭患者，有30万
适合器官移植方式治疗，每年仅有1
万多人能得到器官移植的救治。

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
委员黄洁夫对此有不同看法：“无法进
行移植不都是因为缺少供体，有很大
一部分病人因经济原因放弃手术。还

有一个现实原因是，我国能做器官移
植手术的医生只有几百人，具有器官
移植资质的医院只有169家。”

不过，记者在医疗机构采访时，众
多从事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认为，在医
患矛盾突出、官办慈善机构又陷入信任
泥沼的当下，器官捐献事业发展举步维
艰。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
念影响下，捐献者义举得不到应有肯定。

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

2012年在武汉和广州进行民意调查，
40％以上的人表示不确定是否会捐
器官。“他们不知道这个器官捐献是不
是公平公正的。”黄洁夫说，这可能是
原因之一。

黄洁夫说，我国自开始自愿捐献
器官以来，至今年1月31日，全国实
现公民逝世后捐献案例3326例，仅
2014年实现近1700例，超过之前历
年总和。“这表明器官移植依赖死囚的

局面已经打破。”
“器官捐献率低，落后的不是传统

观念，是行政管理的体制，把管理体制
搞好，公民捐献意愿就会提高。”黄洁
夫说，“公开、透明、可溯源的器官分配
体系至关重要。”

当前，我国研发并启用了人体器
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以患者病
情紧急度和供受者匹配程度等国际公
认的客观医学指标对患者进行排序，
用技术手段最大限度排除和监控人为
干预。公众的期待是，让这些措施能
够实实在在地执行下去。

2000万人口小国成为“世界之眼”
——探秘斯里兰卡的眼角膜捐献

30万适移者仅1万多获移植

中国器官捐献调查

许多人排队等待器官救命

捐献者义举得不到应有肯定

如何认定患者死亡
如何认定患者死亡，是影响器

官捐献的关键问题之一。患者依
然担心，“会不会我签署了捐献器
官的协议后，医院就不会积极救治
我了。”

黄洁夫说，结合我国传统文化，我

国器官捐献工作以心死亡为法律依
据，制定了中国器官捐献死亡判断3
类标准：脑死亡；心死亡；心脑双死
亡。此标准由神经科与重症监护医生
等经过严格训练后判定。

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疗界专家指

出，“心死亡”“脑死亡”和“心脑双死
亡”三者并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由于三者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很容
易产生法律纠纷。

参与过多次器官移植手术的南
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一位专

家表示，假如死者家属质疑医生因
摘取器官而抢救不力，医生将百口
莫辩。

多位器官移植专家共同建议，国
家层面虽然出台了死亡认定技术规
范，但希望建立严格的第三方评估机
制，从制度上明确捐献者、医务人员和
受捐者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以避免不
必要的纠纷。

制度设计面临的问题
现在全国在册的器官捐献协调员

仅547位，其中169位是红十字会专职
协调员，其余为器官获取组织专业协调
员。“相比于我国的器官捐献发展趋势和
需求，这个数量远远不够。”中国人体器
官捐献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说，在
禁用死囚器官，完全依靠公民自愿捐献
器官的当下，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目前我国对捐献者的身后事没有

配套优惠措施。记者采访时，有人表
示，一个人捐献了自己的器官，救了另
外一条甚至数条生命，在他的身后事
上，比如火化、殡葬费等方面却得不到
任何抚恤，会令捐献者寒心。

再就是医疗费用问题。2014年，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处理的捐献案
例1699个，挽救了3400多人。“这些
捐献者往往面临大量的医疗债务，

1200多人需要这方面的救助。去年
国家大约拨付了84万元，远远不够。”
高新谱说。

针对上述问题，高新谱说，我国正
在对660名协调员进行培训，通过了
资格认定考试，即将上岗。

黄洁夫等专家特别指出，对捐献
者身后的困难家庭给予救助，绝不等
于器官“买卖”或“交易”。要明确捐献

者家庭申请救助的程序，掌握适宜的
救助标准，既要确保捐献人和法定受
益人的基本权益，又不能让器官捐献

“自愿无偿”的原则被扭曲。
一些器官捐献者的家属表示，希

望对人体器官捐献者困难家庭，进行
人道抚恤或困难救助，并协同为捐献
者家属提供缅怀亲人的场所，建立纪
念墓地、纪念林、纪念碑或纪念网站，
缅怀和纪念器官捐献者。

记者 李亚红 顾瑞珍 廖君
（据新华社电）

山东临沂的肾移植受者尚连萍在武汉
举行的第一届中国移植受者运动会上参加
百米跑比赛（2004年6月26日摄）。

新华社发

初中学历，职业是一名保安，在器官捐献这个对
很多人而言稍显陌生甚至有所抵触的领域，45岁的
杨东文已经坚守了11年。

与红十字会结缘始于2001年，辽宁红十字会号
召市民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杨东文
所在的中老年自行车队就申报成立了“红十字会自
行车宣传队”，在骑行健身的同时，宣传捐髓救人知
识。2004年，了解到器官捐献缺口，杨东文发起成
立了辽宁省自愿捐献遗体器官志愿者俱乐部，成为
国内最早宣传捐遗的志愿者俱乐部。

工作初期，他数不清面临过多少冷嘲热讽、白眼
甚至辱骂，有在病床前家属坚决反对，最终反悔的；
有根据捐献者电话上门登记却吃到闭门羹的；还有
人在QQ、微博上进行辱骂……但杨东文从未放弃，
他坚信自己工作的意义。为了不错失任何一个电
话，他24小时开机；在家里、单位和红十字会，他准
备了3个背包，里面有各种材料、表格，以便接到捐
献者电话可以随时出发……

志愿服务10年，杨东文坦言最对不起家人。他节
假日大多在外面做宣传，一年陪妻子逛不上一回街。
他收入微薄，却为志愿服务前后花费3万余元，一家三
口至今还住在房龄30多年的不到40平方米的房子里。

在杨东文和省红十字会的共同努力下，目前辽
宁报名参加人体器官捐献的志愿者人数已经超过
2000人，实现捐献遗体300多人，有60多人因角膜
移植手术而重获光明，40余人因器官移植获得新生。

让杨东文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眼
角膜捐献、器官捐献。“当代雷锋”郭明义及多名辽宁
省、市道德模范也加入志愿者队伍，以他们的感召力
影响着更多人。 记者王莹（据新华社电）

辽宁“劝捐第一人”

杨东文11年
带动2000余志愿者

现状

原因

担心

问题

我国百万人口
年捐献率

5年增长60倍
但比例仍偏低

近5年来，我国百万人口年
捐献人体器官率增长了60倍，年
均器官移植数量仅次于美国居世
界第二，进展迅速，但从数据
看，比例仍然偏低。

（据新华社电）


